
報告題目：漢傳因明的「能立」概念
報告人：湯銘鈞，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(2011.4–2015.11)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青年副研究員(2015.11始)。華東師範大學哲學學士(2004.7)，復旦大學哲學博士(2011.1)，中國邏輯學會因明專業委員會第二屆常務理事(2011–2016)。學術方向：漢傳佛教因明、印度佛教知識論與邏輯學、古典印度哲學。
內容簡介：Tom J. F. Tillemans教授在其1991年的文章「再論為他比量、宗與三段論」(More on parārthānumāna, theses and syllogisms)中，簡要說明了法稱(Dharmakīrti，約600–660)及其後學的著作對「能立」(sādhana，論證的手段)概念的解釋。該文中，Tillemans一方面展示了陳那(Dignāga，約480–540)從《正理門論》(Nyāyamukha)到《集量論》(Pramāṇasamuccaya)的思想發展中對此概念解釋的相應發展。另一方面通過與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相比較，極富洞見地指出「能立」概念解釋的這一發展在理論層面的重要意義。簡言之，在世親(Vasubandhu，約400–480)的邏輯學著作以及陳那的《正理門論》中，「能立」都被視為一則論證的三支語言表達，即宗(pakṣa)、因(hetu)和喻(dṛṣṭānta)的語言表達。而在陳那晚期的《集量論》及在法稱的傳統中，此概念則僅被認定為因和喻，而不再包括宗在內。與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相比較，佛教邏輯學家將宗命題排除在「能立」之外的新解釋，實質上表現了他們對決定一則論證是否具有可靠性(acceptability)的因素的認識變遷。根據這一「宗非能立」的新解釋，決定一則論證可靠性的因素，或者說「論證要素」(probative factor)，在陳那晚期以及在法稱一系學者看來，便在於論證前提的真，而不僅在於推論本身邏輯形式的有效性。
本文在Tillemans和稲見正浩(Inami 1991)二先生文章的基礎上，進一步說明：在漢傳因明的傳統中，「能立」概念被一致解釋為因命題與同法喻命題和異法喻命題三者的結合，或直接認定為因三相(trairūpya)，即正確理由的三項表徵。對「能立」的這一解釋在漢傳因明中被明確歸屬於陳那本人，作為他相對之前因明論師的一項重要創見。儘管漢傳因明一直以來都被默認為一個僅以陳那《正理門論》及其弟子商羯羅主(Śaṅkarasvāmin，約500–560)的《入正理論》(Nyāyapraveśa)為理論基礎和文獻依據的思想傳統，但是漢傳對「能立」的上述解釋，卻只能在陳那晚期的《集量論》中找到文獻依據，而不在上述漢傳因明二論之中。正如法稱一系的邏輯學家一樣，追隨陳那的漢傳學者也採取了各種各樣的詮釋學策略，來消弭這一本質上全新的解釋與《入正理論》、《正理門論》及再之前古因明論書中的舊解釋之間的扞格之處。
此外，漢傳因明還記載了陳那以後的印度佛教邏輯學者，早已採用這一新解釋，以取代之前的舊說。與之相應，他們將論證成分不完整所犯的「缺減過性」(nyūnatā)謬誤，解釋為一則論證中因三相沒有完全滿足的過失，以取代之前認為「缺減」是三支語言表達不完整的舊說。本文最後嘗試以對於「缺減過性」的這一新解釋為切入點，從一個與Tillemans「稍許不同的角度」(a slightly different angle)，再一次說明這一新解釋的意義不僅是一種術語措辭上的變更，而與佛教邏輯學家關於「邏輯如何運作」(how logic works)的觀念的深層發展密切相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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